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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科学价值观念的哲学基础李光地科学价值观念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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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不同的科学价值观念源于不同的哲学立场。知识与道德的问题是中西哲学共同面对
的论题，中国哲学自先秦时代起，就对此问题做出了论断。李光地继承朱熹《玉山讲义》之精神，
倡导既要尊德性，又要道问学，寻求知识与道德的和谐。其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的科学价值观念
就导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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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0 引言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进行了一次实质性的
碰撞。李光地身处其时，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知
识与中国传统自然科学知识的关系，他主张“西
学中源”，打破知识壁垒，学习西方自然科学
知识。对于西方天主教神学与中国传统儒家思
想之间的关系，他以体用关系来处理，主张以
传统儒学价值系统为体，反对西方天主教神学，
以西方自然科学为用。学术界对其科学价值观
念的哲学基础尚乏关注，本文拟对李光地科学
价值观念的哲学基础予以分析。

1 知识与道德的观念史1 知识与道德的观念史

先秦时代，老子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
损”[1]200 之说。为学进而为道，从广博繁杂的
经验性知识中，提炼一以贯之的、普遍性的道。
从世间万象中体验形而上的常道，从“万”中
把握“一”。知识成为把握道的前提与手段。

孔子提出知识与道德的问题。孔子的博文
约礼、仁智合一思想，是对知识与道德问题的
一种解答。知，是一种认知的实践活动；智，
则是人通过认知实践活动所获得的理智与判断
能力。知的对象有外在自然世界，有社会历史
的世界，有思维的世界。孔子主张的知，并不
以获取客观的知识为其终极追求，其学以成己
成人，成就理想人格，实现仁智合一的境界为
目标，因之，孔子所学所知以社会历史的世界
为主要对象，主要是学诗学礼。“不学《诗》，
无以言。”[2]173；“不学《礼》，无以立。”[2]174 

知识成为手段，通过学习和认知提高道德修养，
知识有助于立身行事。

《大学》、《中庸》更为明确地提出知识
与道德的问题。《大学》的“明明德”与格物
致知，明明德就是道德之事，格物致知就是知
识之事。格物致知是明明德的起点，通过对事
物的认知，建立理性的判断力，用理性去克制

人心的私欲，去除私欲的遮蔽，实现人的善性。
知性成为德性实现的基础。《中庸》的“尊德
性而道问学”、诚明两进思想，提出为学成圣
的功夫次第，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2]31，本然之觉与后天实践相
结合，由学习、践履而实现明觉。

进入宋明理学时期，关于知识与道德的问
题，主要围绕尊德性与道问学，格物致知，德
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等范畴展开。宋代理学家提
出格物穷理说，将自然纳入其格致的范围，但
其所穷之理主要是性理、事理，而非物理。同
时，他们意识到知识与道德的不同，经验性知
识与道德性知识的不同，张载提出德性之知与
见闻之知的范畴，主张“见闻之知，乃物交而
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3]24。
另一方面，“耳目虽为性之累，然合内外之德，
知其为启之之要也。”[3]25 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
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知识。二者既相互区别，又
有联系。德性之知就是天德良知，是自我知觉
的道德性知识，是人固有之知，所以它不萌于
见闻。见闻之知是耳目器官与外物接触所产生
的经验性知识，是后天之知。见闻之知，一方
面为德性之“累”，另一方面又为启发德性的
关键要素。

王阳明格庭前竹子的失败，“物理吾心终
若判为二”[4]1224 的问题长期困扰着他。龙场悟
道使他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
求理于事者误也”[4]1228，主体的内在成圣追求
以外在的理为本体依据，通过外在的求知来完
成内在的成圣诉求，这是徒劳的。他对专务外
求知识，忽视反身内求以提高道德修养的做法
提出批评。他说：“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
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
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
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著工夫。徒
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
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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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理愈蔽”[4]1229。道德与知识差异凸显，对
外在知识的探求与对内在德性的完善之间并没
有逻辑必然性。因而，王阳明进一步强调道德
优先于知识，挺立道德主体。正如休谟在《人
性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外在事物“是什么”
的问题是事实判断，而人“应该怎样”则是价
值判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是不可通约
的。“是什么”的事实判断来自于人的理性，
是理性对事物作出的判断，这种判断本身不具
有善恶性质。人“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则来
源于人的情感，善恶是情感作出的判断。

《中庸》提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
敦厚以崇礼”[2]36 尊德性与道问学本为一体。及
至南宋，尊德性与道问学成为南宋理学的重要
问题，成为朱陆之辩的重要内容，以至于以朱
熹偏于道问学，陆九渊偏于尊德性来区别朱陆。
朱熹与陆九渊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别，最早由
朱熹提出，“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
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
专是尊德性之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
多了”[5]2541。元代吴澄谓，“朱子道问学工夫多，
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6]862 以道问学、尊德
性分别朱熹、陆九渊。明清之际，黄宗羲说：“先
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者，
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
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
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
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
于覃思，是师心自用也’”[7]278。自此以后，朱
熹以道问学为宗，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成为
学界普遍的认识。

朱熹解尊德性的“尊”为“只是把做一件
物事，尊崇抬夯它”[8]1588，解道问学的“道”
为“只是行，如去做它相似”[8]1588。尊德性即
尊崇德性，道问学即格物致知，在他看来，“尊
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
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
大端也”[2]35-36，尊德性是存心之事，道问学
是致知之事，存心、致知本为一体，都关乎道
体。德性为大，问学为小；德性为本，问学为
末。道体将道的本末、体用一起说了，尊德性、
道问学是本末关系，是体用关系。二者都是通
向圣学的途径。朱熹虽然将尊德性与道问学一
分为二，但二者并非毫不相关，相反他认为尊
德性与道问学“交相滋益，互相发明”： 

圣贤教人，始终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细，
无有或遗。故才尊德性，便有个道问学一段事，
虽当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两事也。《中庸》曰：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
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
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道之
为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一物之不在焉。
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
学以尽其小。其曰致广大，极高明，温故而敦
厚，则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尽精微，道中庸，
知新而崇礼，则皆道问学之事也。学者于此固
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
要当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
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欠阙处矣 [9]3591-3592。

首先，尊德性与道问学虽有大小精粗之别，
但二者并非截然相离的二事，而是一而二，二
而一的关系。朱熹谓，尊德性而道问学，“此
本是两事，细分则有十事。其实只两事，两事
又只一事，只是个尊德性。却将个尊德性来道
问学，所以说‘尊德性而道问学也’”[8]1589。
尊德性不是单纯的道德之事，道问学也不是单
纯的知识之事，道德与知识紧密相连，不能离
了道问学空谈尊德性，也不能离了尊德性只谈
道问学。尊德性为本，道问学为末，二者本末
一贯。尊德性为体，道问学为用，体为用之体，
用为体之用，体用无间。其次，既言大小、本末、
体用，则尊德性与道问学，其关系虽不能截然
分离，但二者必有主次之分。尊德性为主，道
问学为辅，“大抵此学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
而讲于圣贤亲切之训以开明之，此为要切之务。
若通古今、考世变，则亦随力所至，推广增益，
以为补助耳。不当以彼为重，而反轻凝定收敛
之实、少圣贤亲切之训也。如此则是学问之道
不在于己而在于书，不在于经而在于史”[10]2196。
在他看来，尊德性是根本，道问学只起增益补
助的辅助作用，内向自反重于向外求知。经学
记载“圣贤亲切之训”，史学则“通古今、考
世变”，经学是根本，史学是辅助，经学高于
史学。再次，尊德性与道问学，“大小相资，
首尾相应”[2]36，“交相滋益，互相发明”。涵
养与进学，居敬与致知，实际就是尊德性与道
问学，其关系“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未有废
其一而可行可飞者也”[5]3061。离开道问学，只
谈尊德性，就会有谈玄说妙之过，轻易放旷之失。
离开尊德性，只谈道问学，则会导致漫无目的，
游骑无归，耗散精神。知识促进道德的完善，
道德激发对知识的追求。以道德为目的，以知
识为手段。尊德性范围、指导道问学，道问学
促进尊德性。最后，尊德性与道问学，其最终
目的在于实现“道体之全”。有体有用，有本
有末，有内有外，方是“道体之全”。向内反观，
向外博求，合内外方能实现“道体之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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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朱熹对道术之分裂提出批评：“近世学者，
务反求者便以博观为外驰，务博观者又以内省
为隘狭，左右佩剑，各主一偏，而道术分裂，
不可复合，此学者之大病也。若谓尧、舜以来
所谓兢兢业业便只是读书程课，窃恐有一向外
驰之病也。如此用力，略无虚间意思、省察工夫，
血气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耶？”[5]2542　

朱熹认为陆九渊所说，专是尊德性，而自
己所论，则是道问学上多了。讲尊德性，其长
处在于“持守可观”，短处在于义理不明，“杜
撰道理”。讲道问学，长处在于义理谨严，其
短处在于少用力于持守，在为己为人紧要处不
得力。因而，他希望“反身用力，去短集长，
庶几不堕一边耳”[5]2541。陆九渊则认为：“观
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
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11]400

朱熹主张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进，陆九渊则认为
道问学无涉于尊德性，知识无关于道德。陆九
渊也讲道问学，也教人读书，只是他所谓道问
学不是事物中求理，而是发明本心。他说：“今
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尽人道，
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11]470

知识不是手段。事事物物只有一个理，此理就
是人的本心，心即理，此心圆满自足，不假外求，
所以，向外求理就成为多余。

2“既尊德性矣，又必要道问学”2“既尊德性矣，又必要道问学”

朱熹与陆九渊都是主张尊德性的，也都讲
道问学。朱陆分派，主要不在尊德性与道问学，
而是另有所在，对此李光地有清醒的认识：

或曰：“由子之说，则告子也，陆氏之徒也，
必其居敬持志，而知行未加焉尔。盖孟子之辟
告氏也，我则知言，彼勿求言焉；我则养气，
彼勿求气焉；而于所谓持志者无讥。朱子之议
陆氏也，曰问学功缺，而于所谓尊德性者无讥。
故曰知行未加焉，其居敬持志一也。”曰：似
矣而未尽也。夫告、孟之差也，朱、陆之异也，
在乎心性之源不合，仁义之实不著，非夫功之
偏而不举，说之略而不全云尔。夫隆礼、由礼
之谓敬，非所谓坐摄本心者也；夫向道、望道
之谓志，非所谓乃凝于神者也。故夫子曰：“非
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又曰：“志于学。”又曰：“志于道。”又曰：
“志于仁。”夫是之谓敬也、志也，皆有所操
持循习而日可就，皆有所标准慕效而岁可期。
告、陆所谓敬也、志也，恐邻乎摄心者也、凝
神者也。苟或似之，则释氏之说，非孔门之说
也。孔门之说，自居敬、持志，至乎强学、力行，
程则分矣，而涂不二也。彼其桮棬仁义，则必
不志仁义；注解贤圣，则必不志贤圣。不志仁

义、贤圣，是凡讲闻礼义，敦说《诗》《书》，
皆末也、外也。告、陆之所简而弃之，恐为心
累者也。如是以为敬，敬其所敬；如是以为志，
志其所志；则如是以为知，知其所知；如是以
为行，行其所行。吾于理也性之，彼于义也外之，
吾学本天，彼学本心。若子之说，似矣而未尽
也 [12]227-228。

李光地赞同孟子与告子在知言、养气上有
差异，但都主张持志的说法。也赞成朱熹与陆
九渊都坚持尊德性的说法。持志，“志者，心
之所向。持志却是养心”[8]1239 发挥心的主宰、
抉择能力。尊德性也就是存心、养心。但是，
他认为仅仅认识到孟子、告子都讲持志，朱熹、
陆九渊都讲尊德性，这是不够的，是言而未尽。
他更深一步认识到：“夫告、孟之差也，朱、
陆之异也，在乎心性之源不合，仁义之实不著，
非夫功之偏而不举，说之略而不全云尔。”告
子、孟子的区别，朱熹、陆九渊的差异主要不
在工夫论，而在本体论，所谓“心性之源不合”。
中国哲学之本体论有本源的意思。孟子持道德
人性论，告子持自然人性论。告子以人之自然
本能为性，主张性无善恶说，讲人之天性，忽
视人之习性。告子所讲为人的自然属性，孟子
在承认人的自然属性之基础上，主张人的社会
属性，主张超越于自然属性之上的道德人性，
主张人性善。陆九渊主“心即理”，朱熹主“性
即理”、“心统性情”。所谓“性即理”，在
朱熹看来，人性的本质在于理、天理。“人物
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
为形。”[2]293 此性为天命之性，本然之性，为
人所共有的。理为天地间人与物所共有的理，
理在人谓之性，在物在事谓之理，人生来具有
的理就是性，性与理不二。心具众理，心本身
不是性，心与性不可为一。所谓“心即理”，
也就是“心即性”，心与性为一，本心即是理。
在陆九渊看来，心与理合一，宇宙之心即是一
己之心，宇宙内之事即是一己分内事。性之于
朱熹在天，性之于陆九渊在心，所以，李光地说：
“吾学本天，彼学本心”。从心性之源上区分
孟告朱陆，李光地没有浮于表面，而是直探本源，
此为有见之识，难能可贵。

心是知觉思虑之心，性与理则无知觉思虑，
心即理，心即性，则知觉即性即理。在朱熹看来，
以知觉论性，就会流于佛家、告子者流，所以，
朱熹批评陆九渊近禅，这是从修养方法上进行
批评。在这一点上，李光地同朱熹的主张相近，
他反对坐摄本心，举内遗外，豁然顿悟的修养
功夫，认为那是佛家之说，非儒家之说。他主
张的修养工夫是“敬也、志也，皆有所操持循
习而日可就，皆有所标准慕效而岁可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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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敬、持志，至乎强学、力行，程则分矣，而
涂不二也”的循序渐进之教，是“渐教”而非“顿
教”。主张循序渐进，内外交养，有规可循的
居敬持志之学，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

清初理学家认为王阳明的无善无恶说，导
致晚明以来，学者肆无忌惮，放荡情欲，蔑弃
人伦。因而，他们重新强调孟子的性善说，以
重建人伦秩序。李光地谓：“人生所禀之气当
有善恶。然善恶差殊，非性也，气也。性即理，
理则善而已矣。”[13]85“命之于天，循之则为道，
修之则为教。圣人尽其性，以至尽人性、尽物
性，则道教备矣。然岂能有所加损于性哉？无
他，性善故也。”[13]86 在他看来，人性善是理善，
性的本源天命之理是善的，所以，天命下贯，
循道修教对人性无有加损。因此，他对告子“桮
棬仁义”的自然人性论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
恶来自于后天，即天理赋于物时，“学问勤，
则性复其本善”[13]86，所以要重视后天之习性，
学问变化气质，以复本善之性。

鉴于心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容易自是
其是，是非标准不一，终致道德价值体系崩溃
的弊病。李光地对视“讲闻礼义，敦说《诗》《书》”
为末的陆王学表示不满。在他看来，读书学习
对建立普遍性的是非标准，完善人的德性是必
不可少的。

“敬”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方法，指人的自
我控制、抑制的能力，通过“敬”的工夫，使
人的心思专一，不为外物所牵引。程颐谓：“所
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
一。”[14]169 朱熹则解为：“敬只是此心自做主
宰处。”[8]210 李光地一反程朱以“心”解“敬”
的套路，改以“礼”解“敬”，“敬”为隆礼、
由礼。礼相对于心而言，更容易把捉，有规可循，
容易入手。这反映了清初学风由形上玄远向形
下笃实的转换。同时，也反映了礼学观念的复
兴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李光地
反对将尊德性与道问学截然二分，另一方面，
他强调人的先天性善的同时，不忽视后天学习。
尊德性与道问学一同提了。对于尊德性与道问
学的关系，他最欣赏的是朱熹在《玉山讲义》
中的观点，也就是本节前面所引，朱熹《玉山
讲义》中讲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大小、本末、体
用关系的那段文字。李光地评价《玉山讲义》曰：

是故玉山之会，鹅湖之争，倾动一时，见
于止斋陈氏之书。而其故址皆在于信。以今考
之，鹅湖辩论，其言不传，抑止斋所谓刻画深
而伤易简，矜持过而涉吝骄。是一时学者，犹
有疑而未概于心焉。独《玉山讲义》，剔抉详明，
虽因问而答，而已尽乎义理之根源，功夫之切

要。呜呼！首疏仁义之目，而警以著察之效，
中揭性善之指，而进以瞑之剂，终提尊德性、
道问学之宗，而两捄其空虚卑近之弊。朱门之
所终日言者，不离乎是，而于《玉山》独反复焉，
岂为一时学者设哉 [12]356 ？

南宋绍熙五年（1194 年），朱熹六十五岁
时，在玉山为县学诸生讲学，为后人留下《玉
山讲义》。被谓为“先生晚年亲切之训”[15]399，
是“朱熹生平对自己的理学体系作的一次最精
约明晰的理论概括”[16]933，是朱熹晚年的全论、
定论。淳熙二年（1175 年），鹅湖之会，朱熹
意识到自己学问“支离”的毛病。次年的三衢
之会，使他认识到自己亟需统一尊德性与道问
学。经过十数年的优游涵泳，至《玉山讲义》，
使尊德性与道问学以体用关系得以统一。在李
光地看来，鹅湖辩论之言，如陈傅良所说，“刻
画深而伤易简，矜持过而涉吝骄”，不得久传。
而《玉山讲义》则“已尽乎义理之根源，功夫
之切要”，非为一时之学者而设，是可以传诸
久远的。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引朱以
合陆。陈建作《学蔀通辨》，又尊朱以攻陆。
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以尊陆氏之学。三
书皆寻求朱熹晚年定论，然前两书无涉于《玉
山讲义》。李绂的《朱子晚年全论》虽收入《玉
山讲义》，然评价并不高，谓“辞繁不杀，不
及《鹿洞讲义》之简明亲切耳。”[17]317 李光地
推崇《玉山讲义》，深许朱熹晚年之论，在尊
德性、道问学问题上，采取与《玉山讲义》相
近之主张。

立志居敬，即《中庸》之“尊德性”也；
致知力行，即《中庸》之“道问学”也。广大
高明，盖立志之事；涵泳敦笃，盖居敬之事。
知行则错综乎其中。精微知新，致知之事。《中
庸》崇礼，则力行之事也。古圣之书，莫备于
《中庸》；近贤之说，莫备于朱子。若周子之
诚几德、乾损益，程子之涵养进学、居敬穷理，
以溯夫古训之制心、制事，直内、方外，中和、
诚明之指，虽语有繁杀，义有偏全，先圣后圣，
其揆一耳 [13]217。

尊德性、立志居敬、广大高明、涵泳敦笃、
诚几德、涵养、居敬、制心、直内、中、诚、
敬属相近之范畴，都是向内、就心一边言。道
问学、致知力行、精微知新、崇礼、乾损益、
进学、穷理、制事、方外、和、明、义属相近
之范畴，都是向外、就事一边言。前后两组范
畴都是道德修养的两种方法，都属于工夫论的
范畴，知行贯穿于其间。
    李光地对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认知，大
体不脱朱熹《玉山讲义》之矩矱：

既尊德性矣，而又必要道问学；既致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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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又必要尽精微；既极高明矣，又必要道中庸；
既温故敦厚矣，又必要知新崇礼。以及议礼、
制度、考文，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圣人，
世为道，世为法，世为则。至此，然后能尽其
道也。然却离不得根本，故论至道必扯着至德；
道问学等必扯着尊德性等；作礼乐必扯着德；
离不了实心。故曰：“修道以仁。”此本末相资，
内外交养，方为圣学之全 [18]37。

《中庸》自忠恕、诚明，以及尊德性、道问学，
川流敦化，体用互发，一篇之中，累反复焉，
而要之不离乎中、和二者而已。中即直内之谓
也，和即方外之谓也。敬立故内直，义形故外方。
苟非二者夹持，则德孤而道小，又何以致于位、
育之盛乎 [12]151 ？

“尊德性”是“道问学”之基，只是“尊德性”
又不可不“道问学”[19]18。

由穷理而尽性者，明善以诚其身者也。由
尽性而穷理者，尊德性而道问学者也。二者相
为终始，非安勉两途之谓也。自韩子、程子之
论颜子，皆以圣贤之分言，此说似为优矣 [20]392。　　

‘道问学’不过是要‘尊德性’，然非‘尊
德性’以为基本，又将何者去‘道问学’？‘学
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各色学问，皆
归于收放心， 然非先把心收住，如何做学问工
夫？却是循环相资，初非判然为二 [19]207。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本末相资，内外交养”，
“体用互发”，“相为终始，非安勉两途”，“循
环相资，初非判然为二”的关系。尊德性是道
问学的基础与目的。反过来，道问学又促成尊
德性。

尊德性又是德性修养的归趋，“不尊德
性，则不知学问为何事。不知万物皆备于我，
则于精微之理，不能反身而诚也。不卓然立于
万物之表，则乌能行乎事物之中，而时措之宜
哉？”[20]412 尊德性才能范围、导向道问学，才
能向内反身而诚，向外应对万事，时措之宜。
尊德性是根本。格物致知，须把握到根本。“格
致之义，朱子说，一件格到十分便是格，十件
各格到九分九厘，亦算不得格。此最说得好。
那一厘不到处便是本，知得本处，方是十分。
本就是明明德”[19]13。“格物者，知天下国家以
身为本，则知身心之不可放纵、苟且、自私”[21]22，
学问以存心为本，格物致知就要格得此本，存
养此本善之心。“学问须将大头脑处通透方
得。”[13]218 此“大头脑”，即身心性命之学，
通透身心性命之学，才算知至，才算知本。知
至即知本。

但知本又需要道问学。尊德性为本，道问
学为末，“离了本便无末，但不可云只要本不
须末耳”[19]20-21。“以道体言之，则性命身心为

本，威仪文辞为末；以功夫言之，则小物细行，
乃所以为大德之基。”[22]3957 见闻之知是进德之基，
读书学习是德性修养的途径之一。李光地以调
养血气喻修养工夫，“不暴怒，不狂喜，不劳
攘，令血气和平，是‘尊德性’一般；节饮食，
善医药，是‘道问学’一般。”[19]206 调节饮食，
善用医药，外在调节也可达到调养血气的目的，
外在调节与内在控制的效果是相同的。所以，
不可轻视道问学。尊德性与道问学都在于提升
道德修养，成就圣贤人格。尊德性而道问学，
方是“圣学之全”。

最可注意者，李光地将尊德性与道问学，
看成一个终始、循环的关系。这是他不同与朱
熹之处，可能受到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影响，
知行合一说已然将知行关系看成循环关系 [23]101-
120。李光地以阴阳循环论知行：知行犹阴阳然，
阴阳者不可为首，而如环斯循也，惟所主焉尔。
故曰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静为本也。曰显
诸仁，藏诸用，是显为先也。曰万物资始乃统天，
是以始统终也。曰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
是以终为始也。夫主于知则先知，主于行则先
行 [12]226。

知行贯穿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知行为阴阳
循环关系，尊德性与道问学则“循环相资”。

3 结语3 结语

李光地强调“既尊德性矣，又必要道问
学”[18]37，追求“敬义夹持，明诚两进”[24]5 的
理想修养工夫，是有为而发。王阳明将知性与
德性分离，客观知识在成就德性的过程中的作
用微不足道。晚明王学的流行，导致“遗弃书史、
略去文字，扫除记诵见闻”[12]213 学风浮夸。李
光地主张“书史、文字，记诵见闻，不可去也。
书史、文字，无非道也。记诵见闻，无非心也。”
书史载道，“学问以养心”[12]214。缺少了道问
学的工夫就会流于异端。

道问学工夫的重视，使学者究心经史，促
进了清初经学的复兴。同时，西方自然科学也
成为道问学的对象，成为儒者学习的功课之一，
备受重视。另一方面，清初理学家受阳明心学
之习染，意识到知识与道德的不同，经验性知
识与道德性知识的不同，从而，他们可以一边
反对天主教神学，一边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
知识。李光地作为清初理学家，一方面要维护
儒学道德价值体系，另一方面，西方自然科学
作为儒家格致的对象进入他的视野。他对西方
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是在尊德性前提下的道
问学，所以，他用体用关系对待中学与西学，
知识性的学问还没有独立地被看待。传统的社
会结构未发生改变，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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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改变，人们对待自然科学知识的态度也就不
会有本质性的变化。所以，对其科学价值观的
评价，不可以因其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而过
分拔高，也不可以因其价值优先，以体用、本
末关系看待中学与西学而过分贬低，不可以今

律古。应当抱有同情了解的态度对待之。因为
儒学是价值性学问，自然科学是事实性、经验
性学问，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问，谁也不
必为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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